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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朱　宝　琴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１９３３年，中日签订 《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１９３４年６月８日，

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 “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 “剿

共”军事不受 “挠动”，蒋介石采取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

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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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３年５月中日双方签订的 《塘沽协定》
不仅暴露了蒋汪合作的南京国民政府因 “剿共”
心切，实施对日妥协政策的本质，还为日本进一
步扩大侵略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１９３４年６
月８日，南京发生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因仕
途失意单身出走事件，日本方面一面虚声恫吓，
藉端生事，一面将长江舰队调至下关，散布 “有
水兵上岸强占南京消息”［１］。中国首都面临黑云
压城城欲摧之势。在江西督剿红军的蒋介石与留
守南京主持外交、行政的汪精卫顽固坚持媚日妥
协和加紧 “围剿”红军的内战政策，联手应对，
搅得石头城上下鸡犬不宁，直至汪精卫派人寻找
到藏本，转送日本领事馆。本文利用台湾近期出
版的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南京国民
政府外交部 《外部周刊》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
室编纂的 《大本营陆军部》相关资料，试图从日
本侵华及中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大背景审视藏本失

踪事件和蒋汪应对的全过程，进一步揭示日本扩
大侵华与南京国民政府决策的互动关系。

一

１９３３年５月，南京国民政府于签订屈辱的

《塘沽协定》后，坚持认为这些损失换来 “剿
共”，以在 “东南数省次第肃清”，并非 “得不偿
失”。［２］同年１０月，蒋介石出动近百万兵力，对
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 “围剿”，其
中以５０多万兵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
“堡垒主义”的战略 “剿灭”。蒋介石对日采取妥
协、坚持内战的政策激起国民党内爱国将领的强
烈反对。１１月２０日，被调往福建进剿红军的第
十九路军联合 “第三党”和国民党内部将领发动
了抗日反蒋的 “福州事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
人民政府”。不久，又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
《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３］４０７

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

段，斥责为：“自立名目，实行叛乱，同时勾结
共匪，助其肆虐。”［４］并调集１５万兵力入闽 “讨
伐”，１９３４年１月下旬，福州事变以失败告终。
同年２月，蒋介石亲抵南昌行营继续督剿红军，
并在告诫国民党军全体将士的通电中表示：“一
本初旨，与我诸将士共同生死，誓灭残匪。”［５］据
此，日本方面分析认为：“蒋介石为剿灭共军尚
须付出更大努力”，他 “为了一面完成剿共，一
面完成统一，至少需要同日本继续保持休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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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因此断定会继续出现“对日妥协政策的动
向”。同时，日本也认识到“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
中国民众的国民意识迅速高涨”，尤其“北方的抗
日气势高涨”，中国“排日抗日的民族潜在势力仍
然很强”。日本对《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表
面渐呈缓和，但在其背后，中国潜在的反满抗日不
断活动”［６］的局面耿耿于怀。于是一面通过与中
方就关内外通车通邮等问题的所谓“善后交涉”巩
固扩大《塘沽停战协定》所形成的有利局面，另一
面企图通过制造纠纷、强行交涉，［７］迫使南京国民
政府妥协退让，满足日本不断扩大在华权益的要
求。而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确定的对日方针是：
“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
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
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
行动，及言论。”［８］故此后不久在中日双方就《塘沽
协定》善后交涉谈判中，黄郛、何应钦等秉承蒋汪
旨意尽力妥协屈从，使日本在关内外通车、通邮等
问题上要挟不断得逞。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
羽英二发表了一则独霸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侵
略声明，叫嚣：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
本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不得不加以
反对……对于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
事教官，提供军事借贷等，日本更不能置之不
理。［９］这一声明不仅使世界舆论哗然，遭到英美的
反对，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国民政府不是
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措施予以反制，而是表现出
媚日的姿态。１９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
明称，中国与别国的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
项”，即使是军事项目，亦“大都为维持本国秩序与
安宁”，故日本“不必有所顾虑”。［３］４０８两个月后，中
国首都南京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蒋汪的联合应
对，进一步彰显了日本“藉端生事”的本质与南京
国民政府对日的媚态。

二

１９３４年６月８日晚，时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
副领事的藏本英明，在同僚前往火车站为日本驻
沪公使有吉明来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外交部宴会送

行间隙，只身出走。９日上午日本驻南京领事馆
副领事田中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口头照会，藏本
英明失踪，要求“搜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旋即通

知首都军警当局“严密搜查，务期明了真相”。与
此同时，日领事馆派员来到首都警察厅要求查清
藏本英明失踪事情。首都警察厅陈焯对来自国民
政府外交部的训令和日本领事馆的责难不敢掉以

轻心，当即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派督察长陈独真访
问日本领事馆，进一步了解藏本出走的详情及个
人嗜好。二是将藏本近照翻印张贴全城各处及城
关站埠、并派员四处查访，对日本领事馆附近及藏
本寓所阴阳营及下关一带沿路岗警作为查访重

点，结果未发现蛛丝马迹。
当日蒋介石得到戴笠电告藏本失踪事件后，

虽复电训示：“应注全力侦查，即日判明下落，具
报，勿稍疏懈。”［１０］２９４因全力注重“剿共”，并未将
此事放在心上。

６月１０日，由督剿前线返回庐山后的蒋介石
上午游览庐山黄龙寺，下午拟定本周工作计划中
仍“定于６月１３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１０
周年纪念，并将应对攻打红军“进剿计划”相关的
催订重炮武器、“审订空军预算”、“整理投诚赏
项”［１０］２９４作为工作之重。
南京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放弃星期日休息，召

集各局队所长官研究扩大访查办法，继续尽力寻
查。并派人前往藏本寓所慰问家属，表示保护外
侨之重要。［１１］

６月１１日，蒋介石得悉藏本仍未寻获，停泊
在南京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已褪下炮衣，汪精卫电
嘱蒋介石“请勿回京”，料定事态严峻。蒋分析认
为，日本以藏本事件为威胁，无论其事真伪，“而其
威胁时期以难再缓，然其在南方只有用威胁手段，
使我屈服。决不能用其陆军强占华中，以其对俄
情势，亦日急一日，故其唯有用海军之力。一面虚
声恫吓，藉端生事，使寻人无准备之余暇而已。吾
人当看破之弱点所在。”以“先其所爱，征与之期，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之原则以赴之。于是致电汪
精卫曰：“右壬（于右任）尚未到庐，未知对方有何
要求，或新消息否？弟意此事须竭力设法，勿使其
陆战队登陆入城，一面嘱益之（朱培德）兄作南京
现有军警兵力之准备，以防万一。”又致电朱培德
曰：“日副领事失踪事，一面应静以处之。以待其
事态之变化，一面应秘密准备在京所有之兵力，以
防万一。但必须以静制动，切令军警勿稍形张皇
为要。”［１０］２９８显然，蒋介石要求首都军警对日保持
“隐忍”姿态。同时，蒋介石为协调安抚两广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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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陈济棠、李宗仁，特发出机密电文称：“世界战
云，幻变愈急……吾人生逢其时，适当其冲，责无
可诿。能否力图自赎挽救危亡，亦只余此最迫最
促之机会。中正见闻较切，忧心如焚。两三年来，
只期纠合全国之力量以清心腹大患之赤匪并融洽

各方之意见，共拯空前未遇之困难，埋头苦干，自
信恩怨浑忘，成见悉捐，苦心孤诣，原不求世人悉
谅，第蓄意捣乱者，仍挟其造谣挑拨之惯技资为簧
鼓别有会心，当此国命不绝如缕之时，岂容纠纷再
起，自促灭亡。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仍有
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见
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定后，凡安内
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治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
底磋商。”［１０］２９９在中日关系因藏本失踪事件势如
燃眉之际，蒋介石此时发出上述极密电文不外以
下原因：
首先，蒋介石对陈济棠、李宗仁心存芥蒂。

１９３１年５月陈李在广州联衔通电，要求蒋介石下
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在“精诚团结，共
赴国难”旗帜下暂时统一，内部纷争从未停息。蒋
用镇压和分化瓦解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但对
分掌两广实权的陈济棠、李宗仁放心不下，唯恐生
变，实有“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电文强调：“吾
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之疑云，
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弦外
之音是：地方服从中央，一切行动听指挥。
其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云“两三年

来，只期纠合全国之力量以清心腹大患之赤匪。”
电文虽未涉及藏本失踪事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

响，但已为对日交涉中的妥协埋下伏笔，预设不得
借对日妥协作为反对派的口实，故强调“在剿匪进
行中及匪患平定后，凡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治
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
其三，兵力不足，蒋介石心有余悸。藏本失踪

事件前几日，蒋念“江西兵力不足”电张学良、何成
濬曰：“限本月哿日以前将五十一师调集襄花路一
带，候令调至江西进剿。”［１０］２４６“数年以来，因剿匪
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１］。藏本失踪后，
蒋介石为防止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入城，虽致电
朱培德采取了两手准备，但对南京城内仅存的军
警兵力心知肚明。此间致电两广实力派不排除有
临时调兵应急的可能。电文开宗明义：“世界战
云，幻变愈急，宗邦运命，渐达最后之试验时期。

吾人生逢其时，适当其冲，责无可诿。”在做出以上
应对决定后，蒋介石对汪精卫“请勿回京”的告诫
思虑再三。汪精卫指出：“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
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无益也。”［１０］４６汪蒋在
“攘外必先安内”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剿共”战争
关键时期，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改弦更张的。他分
析认为：“一，预防倭寇海军在京登陆，藉口保护其
领事馆。二，预防倭寇待余回京，提出哀的美敦
书。三，倭寇间接或非正式要求。四，倭寇要求之
程度。五，倭寇诱引谈判此皆意中之事，故余回京
无益而有害也。”最终，蒋介石决定“注意藏本事，
以定行止”［１０］３０２。至于藏本失踪事件的交涉，则
由留守空城的汪精卫处置。

三

藏本失踪后，主持外交、行政工作的汪精卫如
坐针毡。日本提出警告，要求于４８小时内搜查其
下落。首都宪警连日极力搜索，仍无下落。“日本
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
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１］汪精卫
哀叹：“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
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挠动，其余皆放
在第二着。”［１］

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１日，汪精卫按蒋介石来电所
示，一方面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觐鼎前往日本
领事馆拜访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面达政府重视此
事之意，并谓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劝日方持镇
静态度，勿过于张皇，并托其向藏本副领事家族，
代达慰问之忱”［１１］。一方面召集“朱益之（朱德
培，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唐孟潇（唐
生智，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诸军事长
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
人可以临时应战”［１］。汪精卫根据蒋介石对日“先
其所爱，征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之原则，
当晚决定两项措施：第一，派员赴沪，谒见日本公
使有吉明，报告国民政府重视藏本副领事失踪一
事及连日宪警竭力搜查情况，乞求“日方务取镇静
态度”。第二，举办南京户口总检查。具体实施细
则如下：（一）由警厅令饬各局切实检查，并分派户
籍人员指导，实地观察，搜查材料，注意人口增减
迁涉，并严密考察特种户口之变动情况。（二）宪
警均派便衣队多人，携带照片，分向京内及近郊可
疑之处，四处查访。（三）由江宁县政府转饬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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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负责搜索。除登报悬赏寻访外，并布告各乡
镇悬赏寻访。（四）派员分赴苏州、无锡、镇江各处
查访。［１１］

６月１２日，日本公使有吉明对中方面达情况
虚伪地“深表同意，并对中国当局关切极表感谢”，
却又派员抵达南京配合总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施

加压力。［１１］

自６月１１日夜，南京宪警实施的户口总检查
由市区扩展到城郊及沿江管辖区域。南京城里城
外，形迹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异者、似有精
神病状者都成了重点探查对象，重赏告示布满了
全城要道。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韩文焕、
警察厅督察处处长金斌秉承上级旨意接连几天亲

自参加探查工作，但直到６月１２日晚，仍无藏本
线索。

６月１３日上午，军警当局接到明孝陵附近居
民举报线索，当即派人寻觅，至中午，终于在明孝
陵后山发现了神情沮丧、蓬头垢面、身着西装的藏
本。经查姓名、校对照片，确认是日本驻南京副领
事藏本无疑，旋即带回警厅。
藏本意外寻获，使汪精卫如释重负，南京国民

政府的官员们喜形于色。外交部、首都警察司令
部、行政院、参谋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
组织委员会，纷纷派要员到警察厅探视藏本，以示
关怀。
藏本对于出走原因一再表示： “我不愿说，

回领事馆后，也不愿发表。”但他强调：“我一身
存亡与贵国均无关系，我今重回，贵国无负于
我。”［１１］首都警察厅特务组 “为避免日方另有藉
口”，特约请驻京美联社记者、路透社记者来警
厅，“慰问藏本”，以 “取得藏本承认系自动出走
口头凭证”。［１０］３０９

当晚，蒋介石得悉来电，称 “藏本已寻获”
经 “多方盘询，悉渠自庚晚送有吉行后，即乘黄
包车出中山门，登紫金山，欲自杀者数次。对其
出亡与欲自杀之原因，不外渠与磨总领事不洽，
因渠属外交系，须属陆军系，须平日对藏本事事
予以难堪，尤其此次须磨宴有吉，藏不与焉。
……”［１０］３０８蒋介石十分欣慰，暗自庆幸，称：
“藏本旬获，倭寇无威胁之机，故得暂免祸患。
此实天佑中国之兆也。”［１０］３８５

６月１４日，日领事馆派须磨等人进见汪精
卫，诡称：“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

见好转”，并掩饰说： “藏本副领事８日晚之出
走，系一时神经衰弱，毫无其他原因。”［１０］３１０汪
精卫连称 “欣慰”，并祝愿藏本早日恢复健康。
送走须磨后，对日 “执持谦下态度”的汪精卫掩
饰不住侥幸度过危机后的兴奋，致电蒋介石称：
“须磨奉日政府令于午后四时来谒，关于藏本寻
获事件，对我政府及宪警深表谢意。并称经上海
派来松井医生之诊断证明藏本实患极度之神经兴

奋，致有此等举动云云。”并告慰：“蒋先生可以
回京。”［１０］３１０日后，汪精卫自吹：“此是数年以来
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是我鞠躬尽瘁之最
大贡献。”［１］日方为掩饰家丑和藉端生事的阴谋，
派日警将藏本及其眷属 “护送”回国。随着藏本
的押解回国，笼罩石头城的藏本失踪阴云暂时消
退。

１９３４年藏本失踪事件和蒋汪的联合应对，
使我们对日本策划全面侵华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

内外政策的互动关系增加了理性思考。
其一，藏本失踪事件应视为１９３７年７月７

日卢沟桥事变的前奏。藏本失踪事件发生后，日
本各报评论蜂起，一口咬定，不是说被 “兰衣
社”拉去，便是说 “衫山交涉”再起，血口喷
人，满腔恶意。［１２］日本政府也放话威胁。据日本
《大每》夕刊载东京消息称，广田外相在十二日
之阁议报告事件真相，同时关于我方应行使之一
切解决手段，该项训令共分二段，以期彻底的解
决，表示断然之决议，其要旨如左：“藏本事件
系在中国国都尤以在警备严重之区域公然对我总

领事馆员之行为，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及动机如
何，实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案件，故须彻底纠弹
南京政府之责任。帝国政府保留最后行动之自
由，并要求中国自行着手探索藏本。若对于该提
议中国政府不表示诚意，帝国政府第二段之行
动，而认中国以无组织国家之常例，无搜索之能
力，我派出之官吏，当举行实力搜索，若达最恶
之场合时，当使我陆战队当实力搜索之任。帝国
政府依照惯例，对于关系列国，通告我方所采取
一切手段之公正妥当。由中国方面或由我实力搜
索之结果，判明事件之真相后，当使我有吉公使
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提出左之条件。一，
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
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对于将来之保障。最
后并主张将来若再有此种不详事件发生，帝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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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有取自由行动之权利。”［１３］２８

藏本寻获后， “日本方面对藏本已恨入骨
髓”，据日本 《大每》夕刊载： “骚动一时之藏
本，对于宪兵司令部谷正伦告自为自杀而失踪之
经过，又对于外交部人员与中国外国新闻记者，
无耻的述其失踪原因，谓系对于总领事馆之待遇
不满云云。已由中国方面发表，然由藏本归领事
馆后至情况判断，可以证明中国方面之公布为不
虚，又对于中国方面与被告同样之讯问，虽完全
无回答之理由，然完全忘其外交官之身分，不特
答复中国之讯问，且连待遇之不平亦全行告白，
故领事馆员全体对之悲愤慷慨，须磨总领事亦视
被自己所养之狗反噬。”［１３］３１甚而至于，意大利墨
索里尼也对此发表意见称：“日本力图逐步成功
其克服中国之谋，藏本事件，实为一种警示，同
时亦为一种发始点，藏本之获得，日本不过失去
其机会，然其计划则仅暂时展缓而已。”［１３］４７

其二，藏本的意外寻获，虽暂缓了日本的藉
端生事，却留下了无穷隐患。蒋汪在联手应对
中，“因却于日本不测之祸”，态度极为 “谨慎恐
惧，极力负责”。诚如 《大公报》社评指出：“此
数日中，中国政府几于搁置一切政务，专办此
案，南京军警，昼夜活动，数十万居民，挨户被
搜，城厢搜毕，并及四郊。当局之焦劳，人民之
惊慌，皆超越想象，不可形容。”“幸而于藏本未
饿死之前发现，若再迟一两日，其人已死，毫无
对证，中国将受如何 ‘处置’？又幸而藏本氏未
投身江流，不然，中国亦不知受冤枉至如何境
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则中国可以时时遭
殃”［１４］。历史已证明，日本 “藉事生端”、“迂机
辄发”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实施 “攘外必先安内”
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应对藏本失踪事件上，蒋汪都有使

“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挠动”并 “竭力设法”勿使
日本 “陆战队登陆入城”的考虑。在蒋介石是否
回京的问题上，蒋汪也是意见趋同的。但留守空
城的汪精卫和掌握兵权的蒋介石在应对上仍有区

别。汪精卫按蒋介石的指令，对日斡旋中百般隐
忍，媚态十足。在未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为加害
方的情况下，不断督饬首都警察厅、首都警备司
令部加紧侦查，“如有怠忽，定当严惩处，决不
宽容”。并严防 “有奸人乘机图谋破坏政府威
信”。［１３］５对日本政府的威协，汪精卫从不加以驳

斥，还多次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领馆求日方持
“镇静态度”。藏本若侦查无果，汪精卫则会在对
日交涉中一如既往地妥协退让，因为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汪精卫是下死力支持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对藏本失踪采取了 “践墨

随敌，以决战事”的两手准备。他既支持汪精卫
对日斡旋妥协，又指令和秘密准备在京兵力，以
防万一。若形成 “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局
面，则可以出现使日本进得慢一些，以利 “剿
共”战事的进行。故为了防止国民党内地方实力
派获反蒋口实，或应对时兵力不足，蒋介石向两
广实力派发出密电，晃动橄榄枝。这样， “国命
不绝如缕之时，岂容纠纷再起”或 “世界战云，
幻变愈急”之际，调动实力派 “挽救危亡” “责
无可诿”，当在情理之中。总之，蒋、汪联合应
对藏本失踪事件的目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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